《数学学习中符号的认知心理学》教案
面向数学教育与心理学方向研究生的两课时理论课设计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数学学习中符号的认知心理学
	授课对象
	数学教育、心理学方向研究生

	课时安排
	2 课时，每课时 45 分钟
	课型
	理论课，系统讲授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为主，辅以课程文献研读
	先修基础
	认知心理学导论、数学教育概论

	配套材料
	第 1 讲与第 2 讲课件、课程研究综述
	考核方式
	学期论文，选题须基于课程文献体系


说明：本课程全部论点以《儿童和成人数学学习中符号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综述》（2026 年 7 月，覆盖中英文文献 200 余种，含 76 篇已核验全文）为内容基准，课件各页标注文献来源，讲末附参考文献、术语表与延伸阅读。
二、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
（一）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研究生层面的理论课，以数学符号为切入点，贯通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四个领域。课程目标不是提供教学法技巧清单，而是使学生掌握符号认知研究的理论模型、证据体系与争论地图，能够把实证研究的结论与数学教育实践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考察。
（二）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准确理解 Dehaene 三重编码模型、神经元回收假说、Harnad 符号接地问题、Duval 表征寄存器理论、Carey 概念发生理论与 von Aster 和 Shalev 发展模型的核心内容；熟悉各领域代表性实证研究的设计、结论与局限。
2. 能力目标。能够阅读并评价数值认知领域的实证文献；能够运用理论模型分析具体的符号学习现象与教学现象；能够就开放性争论（如符号意义来源）形成有实证依据的立场。
3. 学术素养目标。建立循证的研究意识，理解理论主张、证据等级与教学转化之间的层级关系；养成核查原始文献的学术习惯，引用结论时能区分阳性与阴性证据。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1. Dehaene 三重编码模型与符号加工的顶叶神经基础，包括儿童 fMRI 关键证据与额顶发展转变。
2. 符号接地问题及 ANS 映射假说与符号符号关联假说的证据较量。
3. Duval 表征寄存器理论，转换与处理的概念区分及其对数学理解困难的解释力。
4. 从非符号数量表征到符号能力的发展轨迹，符号能力作为数学成就近端预测指标的荟萃分析证据。
（二）教学难点及其处理
1. 符号接地问题的抽象性。学生易将符号有意义视为当然。处理方式是先以 Harnad 的汉语字典困境完成概念界定，再以对照表格呈现两种假说的主张、示例与证据处境，最后说明争论的裁决依赖何种证据，使抽象哲学问题转化为可检验的科学问题。
2. 认知神经科学证据的解读。学生缺少脑成像背景。处理方式是只要求结论性理解，即某证据支持什么理论命题，不深入 fMRI 技术细节；同时在课件中以表格区分研究设计、核心发现与理论含义，降低误读风险。
3. 从理论到教学的迁移。处理方式是延后至第 2 讲末段集中处理，此前每个理论环节均注明其教学含义的出处与边界，五条教学原则逐条标注理论与实证依据，避免原则与证据脱节的口号化倾向。
四、教学方法与课程资源
（一）教学方法。以系统讲授为主，讲授顺序按论证链组织，即先界定问题，再建立理论模型，继而呈现证据，最后处理争论与转化。配合课程文献研读，课前阅读课程综述的理论框架部分，课后依据课件末页的分级延伸阅读展开自学。
（二）课程资源。第 1 讲课件（19 页）与第 2 讲课件（24 页），每页底部标注文献来源，讲末附本讲参考文献、核心术语表与延伸阅读；课程研究综述一份，含全部引用文献的完整条目；参考文献原文存于课程文献库，按主题分卷。
五、第 1 讲教学内容与讲授逻辑：数学符号的认知本质（45 分钟）
（一）讲授主线
本讲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大脑如何加工数学符号，符号如何获得意义。讲授沿四步论证链展开：首先界定符号的文化与认知双重性，其次讲授三重编码模型与神经基础，继而处理符号接地问题的两种假说之争，最后给出 Duval 寄存器理论与 Landy 知觉解释两个分析工具。
（二）环节与时间分配
	环节
	时间
	内容要点
	主要文献依据

	导入：问题界定
	5 分钟
	符号形态的任意性与约定性；两个核心问题的提出
	Dehaene (1997)

	符号的认知独特性
	5 分钟
	双重性命题；近似数量系统及其三大特征
	Dehaene (1992, 1997)

	三重编码模型与神经基础
	15 分钟
	三组件模型；神经元回收；儿童 fMRI 证据；额顶转变；抽象性之争
	Dehaene & Cohen (1995); Cantlon et al. (2006); Ansari et al. (2005)

	符号接地问题
	12 分钟
	Harnad 问题表述；两种假说对比与证据评价；计算视角
	Harnad (1990); Reynvoet & Sasanguie (2016)

	分析工具
	6 分钟
	寄存器理论：处理与转换；符号推理的知觉解释
	Duval (2017); Landy et al. (2014)

	小结
	2 分钟
	六条结论；术语表与复习路径说明
	课件小结页


（三）内容纲要
1. 导入：问题界定（5 分钟）
呈现同一数量的四种符号表征，即阿拉伯数字 3、罗马数字 III、中文数字三与玛雅点阵，引出符号形态的任意性：形态与意义的关系由文化约定，意义无法从形态直接读出，必须通过学习建立。据此提出本讲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为机制问题，大脑用什么系统加工数学符号，这些系统是先天的还是被文化改造的；其二为意义问题，符号凭什么有意义，意义来自它与数量的对应，还是来自它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同时交代本讲论证链与第 2 讲的分工。
2. 数学符号的认知独特性（5 分钟）
讲授双重性命题：符号是文化共同体历史地创造的产物，其形态、规则与约定因文明而异；符号的习得又是个体神经系统建立新表征与新加工通路的认知事件，受脑结构与加工机制约束。以从认识数字 3 到理解变量 x 再到掌握积分号的跨度说明，符号学习不仅是知识累积，更是认知结构的根本重组。随后介绍近似数量系统 ANS：人类与许多动物共享的先天、近似、直觉的数量感知系统，具有近似性、符号独立性与跨物种连续性三大特征，根植于进化上古老的顶叶回路（Dehaene, 1992, 1997；Nieder & Dehaene, 2009）。符号系统使人类超越 ANS 的近似与直觉，进入精确与抽象推理。
3. 三重编码模型与神经基础（15 分钟）
系统讲授三重编码模型（Dehaene & Cohen, 1995）：顶内沟的模拟数量编码负责非符号近似数量表征，左梭状回的视觉阿拉伯数字形式编码负责识别数字形态，左颞顶联合区的语言数字形式编码负责数字词与算术事实的言语提取；三个组件相互关联，模型预言符号数量加工的核心脑区位于顶内沟。继而讲授神经元回收假说（Dehaene, 2003）：文化发明的符号系统回收了进化上用于空间与数量直觉的顶叶回路，由此解释符号学习的神经约束并预言符号与非符号加工的重叠与竞争。
证据部分按逻辑顺序组织三项研究。Cantlon 等（2006）首个 4 岁儿童认知 fMRI 研究显示，顶内沟对数值偏差的反应在儿童与成人中高度相似，数值认知的神经基础先于系统的符号经验。Ansari 等（2005）发现成人符号数量加工主要激活双侧顶叶而儿童主要激活额叶，符号加工随发展从费力控制转向自动化提取。Emerson 与 Cantlon（2015）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揭示左右顶内沟发展轨迹的分化。最后介绍理论争论：Cohen Kadosh 与 Walsh（2009）挑战数量表征的抽象性，Grabner（2009）提出专长差异解释，Czarnecka 等（2023）的盲文证据支持重叠但可分离的中间立场。讲清证据等级，只要求结论性理解。
4. 符号接地问题（12 分钟）
先完成概念界定：Harnad（1990）的符号接地问题追问形式符号系统的语义如何内在于系统自身，汉语字典困境说明仅靠符号之间的相互定义无法获得意义，符号必须接地于外部世界的指称。继而以对照表呈现两种假说。ANS 映射假说主张符号通过映射到近似数量系统获得意义，符号符号关联假说主张符号经由与其他符号的系统性关系获得意义。证据评价：Reynvoet 与 Sasanguie（2016）论证支持 ANS 映射的四类论据均受质疑，符号符号关联假说获得更多证据；Dove（2015）提出三个符号去接地问题，进一步质疑抽象符号语义对感觉运动经验的依赖。补充计算视角：Taniguchi 等（2018）的符号涌现综述与 Konidaris 等（2018）从技能到符号的学习框架，把符号接地从哲学思辨推进到可构造的工程问题。强调争论尚未裁决，发展早期可能依赖 ANS 映射，专家加工更多依赖符号间关系。
5. 分析工具：寄存器与知觉解释（6 分钟）
Duval（2017）寄存器理论的核心命题：数学对象无法被直接感知，只能经由半符号表征寄存器访问；数学思维的本质是寄存器内的处理与寄存器间的转换。以函数概念为例说明图形、表格、符号表达式与自然语言四种寄存器的转换需求，指出数学理解的核心障碍往往不在计算而在转换。Landy 等（2014）的知觉解释主张符号推理是受规则约束的具身知觉加工，符号的视觉排列激活知觉分组机制；Landy 等（2016）发现代数训练重新塑造视觉系统，使专家直接感知方程式的层级结构。两个工具互补，前者刻画表征结构，后者刻画加工机制。
6. 小结（2 分钟）
按课件小结页回顾六条结论：双重性定位、ANS 的进化基础、三重编码模型、神经证据的发展主线、接地假说之争、两个分析工具。提示学生利用课件末的术语表、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页进行课后复习。
六、第 2 讲教学内容与讲授逻辑：数学符号的发展、文化与教学（45 分钟）
（一）讲授主线
本讲在第 1 讲的机制与意义框架上展开五个议题：符号能力在个体发展中如何长成，身体经验如何支撑符号，语言与记数系统如何塑造符号认知，符号加工障碍如何发生，研究证据如何转化为教学原则。统一命题是：数学符号为文化发明与神经认知相互塑造的产物。
（二）环节与时间分配
	环节
	时间
	内容要点
	主要文献依据

	发展轨迹
	12 分钟
	四步发展模型；概念发生与基数原则；自动化；荟萃分析；交互专门化
	von Aster & Shalev (2007); Carey (2009); Schneider et al. (2017)

	具身机制
	10 分钟
	具身数学观；手指与手势证据；具身设计；珠心算双向证据
	Lakoff & Núñez (2000); Soylu & Newman (2018); Abrahamson et al. (2020)

	文化维度
	10 分钟
	中文数词优势；SNARC 文化变异；Piraha 语；记数系统；符号史
	Miura et al. (1988); Everett (2005); Bender & Beller (2018)

	发展性计算障碍
	6 分钟
	符号映射标记；神经基础与补偿；筛查与干预
	Rousselle & Noël (2007); Ansari et al. (2007)

	教学原则与总结
	7 分钟
	五条教学原则及其依据；两讲合观与研究展望
	Duval (2017); Brown et al. (1989); 王成营 (2012)


（三）内容纲要
1. 发展轨迹（12 分钟）
以 von Aster 与 Shalev（2007）四步模型作为总框架：核心数量表征、语言数字符号、阿拉伯数字符号、心理数线扩展，符号环节居于中枢。概念发生层面讲授 Carey（2009）的奎宁式自举：自然数概念经由语言计数序列的序数结构与 ANS 基数信息的结构化映射逐步建构；基数原则是发展的跳板，Geary 与 vanMarle（2018）的纵向数据表明儿童掌握基数理解后符号数量知识增长显著加速。加工层面讲授 Gebuis 等（2008）的发现，5 岁儿童仅对非符号格式显示自动数量加工，符号自动化是渐进发展的产物。
关键证据为 Schneider 等（2017）的荟萃分析，覆盖 45 篇论文、284 个效应量、17201 名被试，符号数量比较与数学能力的相关为 r = .302，显著高于非符号任务的 r = .241；Vanbinst 等（2012）进一步表明符号能力直接影响算术策略选择。由此得出结论：符号能力是数学成就更强的近端预测指标。神经机制层面讲授 Battista 等（2018）的交互专门化证据，顶叶与前额叶连接随发展减弱而顶叶内部连接增强，并借 Vogel 与 De Smedt（2021）的综述说明领域特异性与领域一般性过程的互动，与第 1 讲的额顶转变形成衔接。
2. 具身机制（10 分钟）
理论根基为 Lakoff 与 Núñez（2000）的具身数学观：最抽象的数学概念也根植于感觉运动经验与隐喻映射，算术根植于物体集合经验，函数根植于运动轨迹隐喻，集合论根植于容器图式；同时呈现争议，Shute（2005）质疑高阶数学是否受限于具身隐喻，Buchholz（2002）从社会建构视角补充，中文理论资源包括叶浩生（2010, 2011）与韩冬和叶浩生（2013）。证据层面讲授手指研究：Soylu 与 Newman（2018）论证手指感知运动经验是数值技能的多模态入口，Morrissey 等（2016）的跨文化比较显示符号数大小加工部分根植于习得的手指计数习惯。教学转化层面讲授 Abrahamson 等（2016, 2020）的具身设计原则，先培养概念导向的运动形式，再形式化为学科符号。
珠心算作为案例研究须呈现双向证据：Wang 等（2013）发现珠心算儿童数量表征被重塑而非仅计算提速，葛雪莲等（2021）在中文样本中证实训练重塑数学认知脑网络；另一方面，Lo 与 Andrews（2022）发现专家的优势局限于算术任务，Barner 等（2016）的课堂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一年教学未产生显著整体认知优势。引用该案例时必须同时报告阳性与阴性结果，这是循证意识的具体训练。
3. 文化维度（10 分钟）
数词系统维度讲授 Miura 等（1988）的经典发现，中日韩儿童位值概念与算术优于美国儿童，归因于数词系统的构成规律性；Gobel（2018）确认数字词透明度是位值概念习得的关键因素；Marchand 与 Barner（2018）说明透明度影响大数概念的类比映射。同时划定边界：语言优势体现在特定概念的习得速度与难度分布，而非普遍能力决定论。空间维度讲授 SNARC 效应的文化变异（Shaki & Fischer, 2018）、数学家群体的特殊性（Cipora et al., 2015）与数学困难儿童的异常（蔡勇刚, 2016）。语言制约维度讲授 Piraha 语自然实验：Everett（2005, 2013）显示无数词语言的成人区分超过 3 的数量存在困难，Evans 与 Levinson（2009）提供语言多样性的理论坐标；解读须谨慎，证据支持数词对精确大数表征的支撑作用，不支持语言决定论。记数系统维度讲授 Bender 与 Beller（2018）的文化工具分析与 Krajcsi 与 Szabo（2012）的反直觉发现，位值概念的高学习成本部分是记数系统的固有属性。历史维度以 Kleiner（2007）、Iverson（1980）与 Mazur（2014）说明符号系统的演变是认知扩展的历史。
4. 发展性计算障碍（6 分钟）
回到 von Aster 与 Shalev（2007）四步模型，符号加工环节是发展性计算障碍（DD）轨迹的关键。行为标记：Rousselle 与 Noël（2007）发现符号与非符号映射任务是数学学习障碍的最佳预测因子，张丽等（2018）在中文样本中验证，赵晖等（2013）提出符号通达障碍假说，主张 DD 核心困难在于从符号通达数量意义的通路受损。神经基础：Ansari 等（2007）发现 DD 儿童符号数量加工时顶叶激活减弱，Kucian 等（2011）揭示补偿性神经策略，Peters 等（2018）显示计算障碍与阅读障碍的共享神经基础，Schwizer Ashkenazi 等（2024）提供神经发育起源的形态学证据。教育意义：符号映射能力可作为早期筛查指标，针对性符号映射训练是重要干预方向。
5. 教学原则与课程总结（7 分钟）
逐条讲授五条教学原则并标明依据。多表征转换原则依据 Duval 寄存器理论，要求提供多种表征并训练转换；具身激活原则依据具身认知研究，要求为抽象符号提供感觉运动基础；渐进形式化原则依据 Tall 三世界理论，要求从具身感知经符号操作过渡到形式定义；文化关联原则依据跨文化研究，要求利用学生已有的文化数字资源并呈现多元符号系统；情境嵌入原则依据情境认知理论（Brown et al., 1989），要求将符号学习嵌入真实问题情境。补充王成营（2012）的符号意义获得阶段模型与 Arcavi（2020）的符号感实证研究作为本土与学科依据。最后两讲合观：第 1 讲回答机制与意义，第 2 讲展开发展、文化与转化，统一于符号是文化发明与神经认知相互塑造的产物；并提示研究展望的五个方向。
七、课件使用与课后自学支持
两份课件按学术论文规格编写，可直接作为课后复习材料，其自学支持结构如下。每讲第 2 页给出本讲论证链，供学生建立整体框架；各内容页底部标注文献来源，供查证与延伸阅读；每讲末段依次设置本讲小结（编号结论并附出处）、核心术语表（中英对照与简明释义）、本讲参考文献（APA 格式）与分级延伸阅读（核心阅读与扩展阅读）。建议复习路径为：先按术语表梳理概念，再按论证链复述逻辑，对每条小结结论至少举出一项支持证据；学有余力者按延伸阅读清单阅读原始文献，并按综述文献库核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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